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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重建与制度改革
———论龚自珍政治改革思想

龚郭清

摘　要　龚自珍倡导“仁”、“和”、“平”等社会政治理想价值，追求“名实”相符，以使政治生活的

制度形式与实际需求相符合，主张改革科举制度、官员任用和行政管理，恢复或创立“宾法”，注重传

统社会“中产阶级”（“士大夫”）的培养以及“农宗”社会组织基础的构建。尽管龚自珍的政治改革思

想还未摆脱君为政本的传统政治文化范式，其政治改革方案却具有“文化”意义上的完整性，并展现

了其“情完貌全”的人本价值观和“穷变通久”的历史感，显示了其“苍生”情怀和“实事求是”精神，开

启了晚清“改革”思想及实践的百年社会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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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近代改革史上，龚自珍具有巨大的影响

力。梁启超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

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崇拜龚氏之一

时期。”①一些学者称龚自珍为近代“维新思想的先

驱者”②、“戊戌维新思潮之先驱”③。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龚自珍政治思想的介绍和

评价，以龚自珍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居多，而对龚自珍

政治改革思想的正面描述则较为零碎。学术界有关

龚自珍政治改革思想的研究，往往强调其思想的所

谓“近代性”及“阶级性”，却忽视了“人性”向度，忽略

其思想中超越特定时代限制的“普遍性”；或纠缠于

龚自珍社会政治改革的具体主张，没有将其具体主

张与人生的终极追求、个性解放的普遍愿景有效链

接起来。一些学者因龚自珍追求个性解放而生硬地

赋予其思想以“近代性”及“资产阶级性”，把龚自珍

思想说成是“震破封建社会长夜的第一声春雷”，反

映了“资产阶级思想萌芽”④，是“中国近代哲学的第

一个先驱”，“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的性质”⑤，“已具有

冲决封建罗网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⑥，赞誉龚

自珍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启蒙思想家”⑦；另

一些学者则因龚自珍的具体社会政治改革主张拘于

“封建社会”而将其划入“地主阶级改革派”或封建王

朝“补天”派，认为龚自珍思想具有“封建士大夫的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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隘性格”①，他与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联系只限

于“主张自上而下实行改革”、“对现行制度的腐朽和

黑暗进行公开的揭露”等“表现形式上”②，甚至称龚

自珍的“农宗”理想国企图用宗法制度来强化封建经

济，是一种倒退的方案③。

在反复阅读有关文献基础上，笔者探讨了龚自

珍政治改革思想中蕴涵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向

度，旨在揭示其中超越特定社会限制的人类普遍理

想价值。

一、政治改革的理由：价值
理想与政治现实的巨大反差

　　龚自珍指出，统治“天下”或“大国”的基本方式

“有帝统，有王统，有霸统。帝统之盛，颛顼、伊耆、

姚；王统之盛，姒、子、姬；霸统之盛，共工、蠃、刘”④。

虽有“三统”，实为“两法”———强调德治的“帝王法”

和实行力征的“霸法”。

龚自珍认为，有一种人能知道“王道”与“霸道”

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也拥有褒贬奖罚“王统”

与“霸统”的认知能力和道德使命。这种人叫做“大

人”。“大人”之中最优秀者称“圣人”。帝、王、霸，皆

是政统，以“法”为本；唯“圣人”是道统、文统，以“制

作”（制礼作乐———行为规范的制作，政治制度的构

建）为本。

龚自珍自认为是一个“生于霸世”的“大人”，拥

有与政治现实对立的价值理想，不可能见用于世，只

能“退而立大人之语言，明各家之统，慕圣人之文，固

犹将生越而楚言也”⑤，只能阐述自己的理想，借以

保存、丰富文明（包括制度）健康成长的基因。龚自

珍自称魂牵梦绕于“舜声尧容，羲情轩思”，其理想世

界在于“羲、炎、尧、舜之世”⑥，在于“唐、虞、三代天

下”⑦。“复三代”，是龚自珍的内心向往。魏源称道

龚自珍的思想“以朝章、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

“主于逆”，“复于古”，“复于本”，“自成宇宙”，等

等⑧。“三代以上”的社会政治理想，被认为是人类

普遍理想价值的源头。所谓“复于古”，就是“复于

本”、“复于人”，恢复远古以来就存在的“人道”⑨或

“仁道”的理想，以冲破１８世纪末１９世纪初中国特

定的生存方式和制度形式。所以，龚自珍的“复三

代”或“复古”，在文明创新、政制改革等方面具有积

极的作用。

当然，现实政治生活也不可能是绝对的、百分之

百的“黑暗”。每一种具有活力、长期存在的社会文

明、政治体制，很大程度上必须借助于该文明蕴涵的

原始（普遍）理想价值的内在支撑。龚自珍说：

　　国朝有实则尧舜而名则汉武帝者一焉，地

丁是也。……我仁皇帝永免滋生人口之赋，并

入地赋，有赐蠲、赐缓、赐赈，而无赐复。寰海之

内，无一人不复者也，仁莫大焉！事莫简焉！瑏瑠

可以说，“心仁事简”是龚自珍关于政治的根本理想

价值。所谓“心仁”，就是“仰体上天好生之德”瑏瑡，就

是“仁心为质，施于有政”瑏瑢，追求天下人民的安康幸

福；所谓“事简”，就是统治者的施政措施要顺合民

意，简单方便。

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一》中，龚自珍还提出了

“和”的价值理想，认为“和”是以“五行”为代表的天

地万物的“正性”。官吏的作用在于“理”，即“理五行

使之和”。假若官吏不能正确履行职责，那么，“物极

将返”（返于五行之“和”，返于万物之“正性”），天地

万物必将“大自泄”，“乃不利”于百姓及天子。在《壬

癸之际胎观第五》中，龚自珍认为，“和”就是要让天

地万物、社会成员各尽其性，各尽其用。

如果说“仁”强调对生命的尊重，对民力的珍惜，

那么，“和”则表达对生命多样性的向往，倡导对社会

成员“私心”及“性情”的顺因，强调一个社会共同体

在维护独立思想和完整个性前提下的和谐，在尊重

生命多样性或生活丰富性基础上的统一。

在《论私》一文中，龚自珍阐述了“私”的必然性、

正当性，是“人”必有“私”。他认为，一味地鼓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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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无私”，违背“人之情”，会造成“以墨之理，济杨之

行”的社会现实，导致自然人性的压制、人类生命活

力的扼杀、个人合理利益的损害，造成阴阳分裂、名

实背离的不良社会效果。龚自珍认为，一个正常的

社会，应该承认、宽容乃至尊崇合理的“私”。他欣赏

“公私并举”或“公私互举”。

“仁”、“和”与“平”、“平均”或“相齐”紧密联系。

《平均篇》是龚自珍进行历史批判和理想表述的重要

文献。他认为，“平”或“平均”应是治理天下的最高

理想。“三代之极”的“邃初”，是这种理想价值得到

最佳体现的时代。三代以降，是这种理想价值不断

退化的历史过程。由于芸芸众生追求自身利益的最

大化（“心皆欲并”），从“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

最终导致社会解体、王朝更替的悲剧。龚自珍说：

　　大略计之，浮不足之数相去愈远，则亡愈

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万载治乱兴亡之数，

直以是券矣。①

如要恢复三代的理想价值，“欲为邃初”，必须用文化

手段（“挹注”之法）来调节趋于“不平甚”的自然历史

进程，通过“有天下者”的自改革，“几于平”。

龚自珍指出，三代以下的“霸统”或“霸者”，“其

得天下与守天下”，都“不能无私举动，无阴谋”。这

种帝王“阴谋”，特别表现在其“守天下”时所采取的

“愚民”和“耗士”的“人主之术”②。在龚自珍看来，

压制自然人性，扼杀文化人才，正是其所处时代当政

者的自觉追求和现实制度的根本性弊端。在１８２９

年参加殿试时所撰《对策》中，面对最高当局，龚自珍

大胆地指斥了“教之、使之”非其道、名实不符、学政

分离、摧残人才的科举制度及官员任用制度。针对

朝廷考试选士、选官的“遴楷法”现象，龚自珍进行了

尖酸的讽刺和沉痛的谴责。这种“遴楷法”的科举考

试，只注重书法形式，忽视真才实学，甚至还具有故

意埋没、逼疯英才贤士之文嫌。

这种人才甄别、官员选拔制度的持续推行，必定

会导致丑恶怠惰、“诈伪不材”之人受到重用，并使社

会人才或文化精英受到遗弃、迫害，使之怨恨、“反

（返）其野”，成为与腐朽“京师”相对的“山中之民”或

“隐君子”。随着精英的流失，“京师”日益衰败，“如

鼠壤”，而“山中”世界日益充实、壮大和安定，“山中

之壁垒坚矣”，“山中之岁月定矣”。如任此过程自然

发展，“衰世”必然走向“乱世”，原有“一姓”之王朝必

然会在混乱中遭到颠覆、取代③。

龚自珍观察到，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因为思想、

制度上的惰性和官吏的玩法谋利，“天下无巨细，一

束之于不可破之例”④。名实背离，过分讲究形式上

的“齐”、“同”、“皆同”或“毕同”，而不求社会政治生

活的实效，削足适履，使万物不能各尽其性，众人不

能各尽其才，不能各畅其情，必将造成“大命以倾”的

悲剧。

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中，所有社会成员、特别是官

员及官员后备者的才能和潜能，都得不到发挥，甚至

被扼杀。所有社会成员特别是拥有“神技”的各类人

才，都被权力掌握者“苛细以绳其身”或“遏其生气”，

造成“皆病者，无一完者”之“烈祸”，最终形成社会政

治生活中名实分离、形式至上、日积“痴黠”、日趋“诈

伪”、“万马齐喑”的衰世特征，无人关注社会政治生

活中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

作为１９世纪前期的一位诗人、思想家，龚自珍

愤怒控诉现实政治对人性的压制、对人才的摧残，发

出了“衰世”降临的不祥枭鸣，“乱世”“亦竟不远

矣”⑤的历史预言。于是，龚自珍要求“改革”。

二、政治改革的基本原则和具体主张

关于政治改革的基本原则，龚自珍主张追求“名

实”相符———“万事源头必正名”⑥。在《上大学士

书》中围绕行政管理改革，龚自珍表述了“改革”的一

个基本要求：“核其名实”，“必也正名”，“欲名实之

符”，“渐复本原，渐符名实”。这里，龚自珍表明了

“更法”或改革的基本原则：要让政治生活的形式（制

度、程序等）与政治生活的实际内容（实际需求、实际

条件等）相符合，或以“名”核（考察、对照）“实”，或以

“实”正（订正、修正）“名”。

龚自珍认为，传统政治制度中，首先要改革的是

科举制度。现实的科举制度具有十分明显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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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胸中“未有感慨”、“其才武又未能达于言”的情况

下，“必使髫丱之子弟执笔学言”，“强使之言”，结果

造成“天下之子弟，心术坏而义理锢”，导致心术欺、

言语伪。所以，龚自珍要求“变功令”、“改功令”，主

张“变功令”之道，在于采用“汉世讽书、射策”之法。

“讽（背诵）书”，就是熟悉文献，传承文明；“射策”，就

是抽取和回答问题（包括现实问题）。只有这样，才

能使天下子弟“心术不欺，言语不伪”，进而改变

“学”、“政”分离的现实状况，实现名实相符、“貌”（外

在的思想感情呈现形式）“中”（内在的思想感情实际

内容）合一，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即“收真

才”①。

龚自珍还大力主张改革官员考核和任用制度。

他认为，要实行有效的社会管理，就必须增加各级官

员的主动性，而不是一味地以“律令”或“例”为本，实

行“约束”“羁縻”之策、“琐屑牵制之术”，“苛细以绳

其身”，“责之以吏胥之行”。实行“琐屑牵制之术”，

必然会造成天下人才的“皆病”，会造成各级官员的

“无所措术”。在龚自珍看来，“救今日束缚之病”的

“更法”，需要“略仿古法而行之”，增加地方官员的主

动权，以矫正君权日益绝对化的历史趋势②。龚自

珍认为，西汉的经验值得借鉴，地方官员任职时间

长，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力，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文化效

果。龚自珍还认为，要让每一个官员“崇气节，养体

统”，安心办事，必须增加百官收入，不为贫困所累。

龚自珍希望改革（“变通”）资格用人制度。“三

代以后”长期沿用的、与“三代以上”制度相左的资格

用人制度，“累日以为劳，计岁以为阶”，“贤智者终不

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存在着严重弊端：

智勇之士受到严重束缚，英奇之士不能尽其才；新旧

官员，俟时守格，缺乏创造性，办事人才日益不足；最

终导致天下士大夫“尽奄然而无有生气”③。龚自珍

认为，一种好的制度，一定要“不拘一格降人材”，让

每一个有才能的人充分发挥作用。

在行政管理改革方面，龚自珍也有一些较透切

的思考。他在《在礼曹日与堂上官论事书》一文中，

向官员表达了礼部之内进行行政管理改革的见解：

行政管理制度要与时俱进，“各部则例”要“十年一

修”；整顿官场风气，落实有关制度，倡导“端坐商榷

朴实任事”、“简以肃”，杜绝“趋跄奔走”；主张礼部

“祠祭司宜分股办公”，“主客司宜亟加整顿”，实行责

任制，实行行政权力制衡、遇事共议、共见共闻。

根据所处时代的条件，龚自珍认为，一项较根本

的政治制度改革是恢复或创立“宾法”。在《古史钩

沉论四》一文中，龚自珍认为，“宾”，是“王者”的“异

姓之圣智魁杰寿耈”，其安生立命的本位是“史材”

（“恃前古之礼乐道艺在也”），是“救弊”、“修废”和

“革穷”所凭借的“储而抱之者”，“生乎本朝，仕乎本

朝……不专为其本朝而生”，“不自卑所闻，不自易所

守，不自反所学”，可以“谏而不行则去”；“宾”是一个

社会共同体的良知良心载体、历史文化传人、社会文

明种子，是一个“王者”良好地履行职能之必备人才，

是社会政治生活秩序、人类生活意义的必要基础。

龚自珍说，在夏、商、周“三代之季，或能宾宾而尊显

之，或不能宾宾而穷、而晦、而行遁”④。龚自珍认

为，王者必宾宾，必尊宾；三代有宾，三代以下无宾；

宾具有独立人格理想，“北面事人主而不任叱咄奔

走”，不“乐厕于仆妾、俳优、狗马之伦”。有学者评价

道：“这是在封建制度内部争取士人的独立性、自主

性，以使士人达到某种超越的境界。”⑤

龚自珍还十分注重传统社会“中产阶级”（“士大

夫”）的培养和稳定。在《乙丙之际塾议第二十五》

（《觇耻》）一文中，龚自珍认为，文化或文明是社会生

活具有意义的基础；士或“士大夫之家”是一国文化

之主要载体。因此，他十分注重传统社会“中产阶

级”的培养和稳定，非常希望出现“士大夫多……士

大夫之家久……士气申……士业世……士诗书”的

社会格局。在龚自珍看来，“士大夫之家”既是一个

社会文化良性运转的重要依据，也是可能用于反抗

专制暴政的社会组织凭藉。

龚自珍曾说：“君与师之统不分，士与民之薮不

分，学与治之术不分，此所闻于经者也。”⑥这句话从

一方面来说，理想的政治应该以一个社会的文化价

值理想、学术思想卓识为基础，一个理想的“君”，应

该具有“师”或“师儒”的文化涵养、学术修造，应该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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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士”及“民”的拥护；从另一方面来说，假若现实政

治不以一个社会的文化价值理想、学术思想卓识为

基础，一个“君”不具备“师”或“师儒”的文化涵养、学

术修造，没得到“士”及“民”的拥护，那么，应该为

“师”、“士”及“民”的政治参与提供合法途径、制度渠

道。显然，龚自珍试图为“储而抱……前古之礼乐道

艺”、“专道艺”的“学士大夫”及“民”争取参政议政的

权利。

最后，龚自珍还极力探寻能够保证政治生活健

康、稳定的社会组织基础。《农宗》是龚自珍心目中

“理想国”的写照。龚自珍探究经史，“渊渊夜思”，极

力追求“定民生”、“尊亲能长久者”的“本原”，追求连

贯“家”（社会）与“天下”（政治）之间的“一”；这个

“一”应是“农宗”———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宗法制

度。显然，通过“农宗”的设计，龚自珍试图理清农业

与工商业之间关系，妥善解决社会基本组织与政治

权力机构之间的衔接问题。最重要的是，通过“农

宗”制度的创建，龚自珍要建构社会的根本制度或基

本组织，构筑、巩固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的本原———

原“人伦”于“一农身”，原制度于“一农家”。在龚自

珍看来，“农宗”制度是社会政治稳定秩序的基础，

“为天下出谷”，“为天子养民”，是“兴王之所资”，也

是防止专制君王滥用权力的重要社会保障，是“亡国

之所惧”；“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何种作用，取

决于君主的“德与力”，取决于君主的道德威望及其

与社会之间的力量对比。

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七》一文中，龚自珍认为，

“一祖之法无不敝”，为预防“本朝”被颠覆、取代，应

“将败则豫师来姓”，亦即应当根据“万亿年不夷之

道”（普遍的社会政治理想模式）和实际社会生活需

求、条件来进行“改图”。龚自珍认为，所谓改革或改

图，就是革前代之败政，革本朝之敝法，豫师来姓之

兴政。他认为，鬼神对“一姓”不存偏见，“一姓”之

“兴败”以“法”之优劣利弊为转移；而良好的“法”必

须顺因人性，承认私心，重视人才，普惠“苍生”。

三、龚自珍政治改革思想的意义

龚自珍主张“自改革”的动机是复杂的，既包含

龚自珍“门阀”对满清王朝的感情（“平生默感玉皇

恩”），也怀抱避免改朝换代给天下苍生带来惨痛代

价（“大自泄”）的动机，并希望改善天下“苍生”和“人

才”的命运。

虽然只是一个“苍茫六合此微官”，但由于一生

都在“梦自由”、“忧天下”、“探世变”，“筹及国之法

度、民之疾苦”，追求“天下国家名实本末皆治”，龚自

珍的政治改革思想反映了１９世纪前期、鸦片战争前

夕的主要社会问题和基本时代需要。

当时社会问题一方面是由“承平日久”造成的。

龚自珍指出：“承平日久，海宇蕃庶，物盈而枵，吏猾

而蠹……按簿则有其名……摭实尽无其物”①，“人

心惯于泰侈，风俗习于游荡”②，天下趋贫，士人无

暇，官吏卑庸贪腐，君臣上下碌碌无为，思想空洞化，

制度形式化，百姓苦乐无人问津，社会政治生活出现

全面深刻的危机，陷入困境。另一方面是由“粤东互

市”造成的。龚自珍认为，西方的经济侵略，除了对

社会经济生活造成严重损害之外，还对社会政治生

活秩序造成瓦解性后果。他指出：

　　开辟以来，民之骄悍，不畏君上，未有甚于

今日中国者也。今之中国，以九重天子之尊，三

令五申，公卿以下，舌敝唇焦，于今数年，欲使民

不吸鸦片烟而民弗许，此奴仆踞家长、子孙棰祖

父之世宙也。即使英吉利不侵不叛，望风纳款，

中国尚且可耻可忧，愿执事且无图英吉利。③

在龚自珍看来，尽管“英吉利侵叛”对内政具有

严重的干扰与瓦解作用，但要解决中国的困境，还是

应该以内政为根本，以制度改革为重心。１９世纪后

期的维新变法思想与这种以“内治”或“制度的改革”

为重心的思维方式，可谓是一脉相承。

但是，作为一个前近代的改革思想家，尽管极具

洞察力和想象力，“思更法”的龚自珍仍有着在“现代

人”看来的明显“局限”。首先，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

史条件下，龚自珍无法找到“一姓”王朝体制、君主专

制政制以外的其他体制来代表、维护社会共同体的

利益，只能宣称他所主张的“自改革”是“为一姓劝

豫”；其次，龚自珍以君主为政本，以“王心”、“君德”

为天下治乱的本原，难于摆脱前近代的“尊君—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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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的政治文化范式①；再次，在君臣关系的调节上，

龚自珍主张以“礼”为中心，以“君礼”劝“臣节”，着眼

于君主“言行”、“号令”的改进，专注于王霸之辨，寄

希望于“山中之民”的壮大及其对“京师”的威胁、对

现政权的震慑而警策、引发王朝内部的“自改革”，怀

抱“宾宾”之迷思；最后，龚自珍虽“医手”自任，但

“方”从“古人”，“法则上古”②。总之，龚自珍尚不具

有“近代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治改革思想，还说不上

是“一位民主主义的启蒙思想家”③，更谈不上“革命

思想明显可见”④。

不过，龚自珍的社会政治改革方案虽不是“近代

的”，“没有划时代的新思想”⑤，却也不是“枝枝节节

的”。龚自珍的改革方案，具有“文化”意义上的完整

性———“研乎经”，“讨乎史”，“通乎当世之务”⑥；“始

乎饮食，中乎制作，终乎闻性与天道”⑦。龚自珍的

改革方案，内蕴“普遍的”、深厚的人道主义价值源

泉，具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历史远见和改

革卓识。

鸦片战争前夕的龚自珍，虽尚未受到近代西方

文化价值的影响，尚未生活在“近代社会”之中，尚不

能勾勒出新型的、近代的政治制度，他的士人与皇帝

做朋友的想法无疑是“天真念想”⑧，但他的“黔首本

骨肉”的“悲辛”和“感慨为苍生”的“歌哭”，他对纯真

“童心”、人道价值的深情呼唤，他的“实事求是”、“歌

泣无端字字真”，他对“本朝”处“衰”趋“乱”和众人日

益“诈伪不材”的深刻揭露和尖利批判，他对构成“治

世”基础的“治道”的不懈追求，他一生困扼“下僚”却

积极参与政治、“攘臂定礼乐”的不竭热情，为近代志

士仁人的思想转变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可贵

的思想资源。有学者指出，“最热心的龚自珍迷，是

活跃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政治改革者和理想主

义者。……其中的首要原因是，龚自珍对拯救国家

和拯救自我的双重关怀，适合那个时代激进知识分

子的情感需求”⑨。

从政治制度层面说，限于生活经历、知识视野和

社会条件，龚自珍没有也不可能提出“近代的”或“资

产阶级的”改革主张，但是，近现代史上所有改革的

成功，都取决于“穷变通久”的远见卓识，取决于“普

遍的”人本主义价值观的实现，体现于“完全”人生的

理想价值的实现。

历史地看，处大厦将倾之际，当文明裂变之前

夕，龚自珍改革思想的价值，在于其具体的制度改革

主张，更在于其察觉“衰世”、追求“改革”的巨大历史

感，透彻心扉的人本主义价值观，“探吾之是非，而昌

昌大言之”的“苍生”情怀，“感慨激奋”的澎湃情感，

“实事求是”的科学理性精神。龚自珍开启了晚清

“改革”思想及实践的百年社会风潮瑏瑠，并将永远加

惠于“普遍的”人类文明创新进程。

对龚自珍的评价，固然“不能只局限在嘉、道年

间这一狭小范围内”瑏瑡，也不能只局限于中国近现代

史这一特定的历史时代，而应放眼于整个人类生生

不息的文明创新史。

（本文作者：龚郭清　浙江省重点研究基地江南

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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